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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愈来愈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和共识。纵观历史，这种参

与方式历经了从私人救济与报仇逐步转向国家控制与公正审判。在古代社会，

被害人或是他们的家庭会直接参与惩罚和法律制定；然而，到了近代，人们看

到国家在刑事诉讼领域的主导地位愈发明显，将被害人的直接参与进行了一些

限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法律意识的深化，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以

后，西方各国开始重新强调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益。在中国的司法发展历

程中，被害人参与的观念也经历了类似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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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西方被害人的参与的初始时代

谢弗教授（Schafer, Stephan）以他独特深刻的视角描绘了对于古代当时被害

人参与显著特征：即每个人都必须亲自承担起法律执行的重任。也就是说，他

们不仅要自主创设法律法规，同时也扮演着受害者、告发人以及审判人员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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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角色，甚至还需亲手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而这种惩罚往往具有强烈的报复

色彩，其首要目标在于有效地震慑罪犯及补偿罪犯所造成的损害。谢弗教授基

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假设，认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社会的初期阶段

的秩序基本上是建立在自力救济和复仇之上的。

之后“在最初形成原始群体的时期，超越亲属关系的国家控制尚不存在，

社会控制被委托给了家族共同体。”［1］谢弗在讨论由家族共同体进行的社会控

制时使用了“血海深仇”（Blood-feud）这个词，指的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共

同体内部的报复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复仇。这表明在早期社会中，复

仇和报复是整个家族共同体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个别受害者或家庭的事务。

古代日耳曼人的冲突解决手段“Feud”是英语单词的词源之一，大概的意

思是复仇或自力救济，如果家族成员的身体、生命、财产受到了侵害，那么整

个家族在内都有权利进行反击或者复仇。

对于古代的日耳曼人来说，并不仅有“Feud”这一种纠纷解决手段，还存

在着其他方式，比如赎罪金的支付，也就是以金钱赔偿的形式。由于复仇会引

发连锁反应，对于两个家族反复的复仇必然会造成大量的损害及负担。因此，

两个家族可能在复仇持续一段时间后或者在其开始之前达成协议，进行赔偿金

的支付，并因此放弃复仇。正是在这个时代，被害人被认为有权寻求复仇和满足，

并且犯罪者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承认。

2  近代西方被害人参与权利的衰退时期

进入中世纪，在刑事法史上，公共机构开始负责犯罪的起诉，并对行为人

施加不仅限于经济制裁的惩罚，这被认为是刑事法公共化的时代。从传统上掌

握冲突解决主动权的被害人的角度来评价，这个时期被害人及其家族被剥夺了

血仇惩罚的权利，逐渐变为由国王或领主等公共权威者以一定程度的强制力进

行。他们还制定了类似于‘赎罪金目录’的部族法典，明确赎罪金的标准，并

提供传统法庭作为公共场所来确定赎罪金金额，从而引导人们从“Fedu”转向

赎罪契约解决纠纷。谢弗指出，国王和领主开始从原本应支付给被害人的赔偿

中抽取手续费，结果逐渐限制了被害人寻求赔偿的权利，使得刑事审判变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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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化，也是被害人权利的衰退期。

领主和统治者们自己承担犯罪的追诉时，探索了各种形式的司法制度。由

被害人等私人提起的诉讼通常标志着诉讼程序的开始，一种被称为弹劾诉讼的

制度被广泛使用，其中审判的主动权由提起诉讼的人，即原告持有。1532 年颁

布的《卡罗林纳刑事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 ）虽然被认为是纠问

式诉讼的典型，但该法中规定弹劾诉讼仍然是一种正规的司法程序，这表明了

当时刑事司法制度的多样性，既包括了由私人主导的诉讼形式，也包括了由公

共机构主导的诉讼形式，反映了中世纪晚期欧洲刑事司法制度的复杂性和发展。

统治者们无法完全排除基于传统和习惯的被害人在刑事手续中主动参与的要求，

在这种制度下，被害人可以主动提起诉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对刑事诉

讼的控制。同时，这也表明了即使在更加正规化的司法体系中，传统和习惯对

于被害人的主动参与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被害

人权利和参与的重视，以及传统司法习惯与新兴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真正的衰退期被认为是在 17 世纪以后的所谓普通法时代到来。在这个时期，

由原告发起的弹劾诉讼逐渐被边缘化，失去了实际效力，取而代之的是由公共

机构一贯运作的纠问式诉讼开始主导刑事司法。被害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刑事

案件的解决之外，犯罪被视为更多地扰乱社会秩序，而不是损害被害人的利益，

结果是卷入犯罪的不幸被害人被习惯性地忽视。

3  现代西方国家的被害人参与权利的重建时期

从西方历史的视角来看，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变迁，可分

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初这一历史时期，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作为原

本就深藏于民众内心的观念开始被立法机构广泛关注。在这个阶段，众多西方

国家纷纷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或成立相关机构积极保护被害人权益，例如德国于

1976 年推出的《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法》该法的核心在于建立了一种以国家责

任为基础的补偿机制。根据该法律，当被害人因暴力犯罪而遭受身体或心理伤

害时，他们有权申请获得国家补偿。这种补偿不仅包括医疗费用的赔偿，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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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括因伤害导致的损失、心理治疗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此外，该法律的

实施还体现了对被害人权益的全面关怀，不仅限于经济补偿，还包括对受害者

的心理和社会支持。这种全方位的关怀体现了德国司法体系对人权和社会正义

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在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模式。
［2］在 1974 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亚拉米达县的地方检察机构创立了受害人及

证人援助部门，旨在于为被害人与证人提供身心灵及财务方面的支援，缓解他

们因遭受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心理和身体创伤［3］。1975 年美国首个全国性的被害

人援助组织——“全国受害者援助组织”（NOVA）应运而生，通过利用各种资源、

工具、指南和培训，提供有关创伤知情应对、道德实践和保护受害者权利的宝

贵指导。这些措施的实施或机构的成立使得被害人权利保护得以走入司法体制，

进而推动了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壮大。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乃是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更为成熟、体系化

建立的节点。在此期间，各个国家纷纷着手构建相应的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机制，

例如美国于 1982 年实施的《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便创新性地引入了被害人影

响陈述 (Victim Impact States) 的条款，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向联邦法院提交一

份包含被害人影响陈述的调查报告，以供法官参考，作为决定被告刑罚的主要

依据［4］；同样，加拿大的《受害人保护法》（Canadian Victims Bill of Rights ）等

诸多类似举措亦于同期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机制为被害人开启了直接参与刑

事审判程序的通道，大大加强了被害人在司法过程中的主体角色以及权利保障

力度。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制度已臻于完

备，并得到了广泛推广。在这一阶段，国际社会对于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的重

要性和必需性开始有了更深度地认知，并顺势批准通过了一系列相关国际条约

及法律文书，例如此前联合国于 1995 年通过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

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等。诸如此类的法律机构为被害人提供了全面周

详的指导方针和标准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机制在全球范围

内的普及及实践。1990 年通过的《被害人权利及救济法》（Victims’  Rights and 

Restitution Act  of 1990）在美国被害人权利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为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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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犯罪被害人权利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这部法律的核心在于赋予被害人

一系列实质性和程序性的权利，明确规定了被害人应受到公平对待，尊重其尊

严及隐私，同时提供了免受被告侵害的合理保护。此外，被害人还被赋予了接

收法院诉讼程序通知的权利，以及在不影响证词真实性的前提下参与所有法院

公开审判程序的权利。法律还强调了被害人向承办检察官咨询的权利，以及请

求赔偿和了解被告判决结果的权利。这些规定共同构成了对被害人权益的全面

保护，标志着美国司法系统在保护和尊重被害人权利方面的重要进步。在日本，

1996 年，日本警察厅制定了‘被害人对策要纲’，根据之前的实际调查等揭示

的被害人现状，提出了从被害人视角出发的各种策略的综合推进的基本方针。

随后，在 1999 年，为了保护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法》《检察审查会法的部

分修正法律》和《为保护犯罪被害人等而关于刑事程序附随措施的法律》（犯

罪被害人保护法）被制定［5］。

从 21 世纪初至今的时间段内，这也是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运作步入崭新阶

段的历史时期。值得瞩目的是，2004 年通过施行的《犯罪被害人权利法》（Crime 

Victims’  Rights Act of 2004）为美国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立法树立了里程碑式的

成就，该法律保障了被害人一系列的程序参与权利，包括被害人有权合理、准

确和及时地获知涉及犯罪的任何公开法庭程序或任何假释程序或被告的释放或

逃脱以及涉及释放、抗辩、量刑或任何假释程序的任何公开诉讼中获得合理听

证的权利、在场权、获得安全保障、与律师谈判发表意见权等。该法规同时被

誉为是美国历史上对于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最为全面、深入的联邦法律之一［6］。

同样，2007 年，日本通过了《为了保护犯罪被害人等的权利利益而对刑事诉讼

法等部分进行修正的法律》。该法律创设了被害人等参与刑事审判的制度、在

刑事程序中保护被害人等的姓名等信息的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引入视频链接等

措施，创设利用刑事程序的结果进行损害赔偿请求的制度（损害赔偿命令制度）

并扩大公判记录的查阅及抄录范围。此外，2008 年，少年法的修正扩大听取被

害人等意见的对象。由此一来，提起刑事指控的被害人等及其所委任的律师，

在与其检察官建立了紧密互动关系的前提下，他们可以通过向检察机关提交申

请并获得法院批准的方式，使得被害人或者由被害人授权的律师得以在审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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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上亲临现场。在某些特定场合之下，被害人或者由被害人委任的律师在向法

院提交申请后，还拥有向证人和被告进行提问以及发表辩护意见的权限。

4  刑事诉讼被害人参与制度在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普遍流传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这种信

念体现在门客为报答恩人而进行的复仇行为中。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包括豫让刺

杀赵襄子、聂政刺杀韩傀、专诸刺杀王僚等事件。这些事件表明，中国古代关

于复仇的最早记载反映了一种道德或伦理上的义务，即出于孝道和义气，为父

母、兄弟、朋友复仇被视为神圣和光荣的责任。这种复仇行为的普遍性，部分

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的动荡和战乱频发，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较弱，个人难以期

待从政府那里获得救济，因此私力救济成了主流。这一时期的复仇制度实际上

是原始社会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的残留形式。在这种背景下，复仇不仅是个人

行为，也是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秩序和价值观的特点。

《唐律》对于复仇行为的态度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孝道和家族义务的极高重

视。根据《唐律·贼盗》的规定，对于直系亲属（如祖父母、父母、配偶）被

杀害的情况，法律不仅没有禁止复仇，反而禁止被害人家属与凶手进行私下和

解，强调“仇必复”的原则。这意味着，家族成员有责任为被害亲人复仇，以

维护家族的荣誉和尊严。《唐律》中的这一规定，要求被害人家属在三十日内

向官方报告谋杀案件。如果被害人家属未能履行这一义务，或者与凶手私下和

解，他们将面临法律的惩罚。这种规定的背后，反映了唐代社会对于法律和道

德义务的紧密结合。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为亲人复仇不仅是道德上的要求，也

是法律上的责任。这种对复仇的法律认可和鼓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有其

合理性的。在唐代，中央集权虽然相对稳固，但在地方层面，尤其是边远地区，

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有限，法律秩序并不完全稳固。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和宗族

在维护秩序和正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家族内部的复仇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中央法律权威的补充，也是一种社会自我调节的机制。

清朝时期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被害人及其亲属提交的诉讼也被视为诉讼程

序启动的原因之一，诉讼启动后所有有关证据的搜查及获取工作均为官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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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国家对于刑事案件的全面控制以及精细管理。县级官员作为社会基层的

行政和司法权力代表，肩负着履行解决地方刑事犯罪问题的职责。

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县知事兼理民刑审判权的旧制，将民刑案

件“均应划归各审判厅主政”。刑事案件由检察厅负责提起公诉，审判厅则负

责审理这些案件。此外，检察厅还拥有对审判厅判决的监督权，并处理上诉案件。

民国政府对被害人的自诉权利进行了严格限制，只有具有行为能力的被害人本

人才有权提起自诉，其配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亲属均无权独立提起或代为提

起自诉。此外，对于直系尊亲属的案件，被害人不得提起自诉。如果超过了规

定的告诉期限，或者在同一案件中检察官已经侦查终结或被害人已撤回自诉，

则不得再行自诉。［7］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司法审判中 1939

年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指示信中规定“人民有诉愿和诉讼的权利”，

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犯罪之被害人及其亲属，均得为告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曾多次着手制定刑事诉讼法的工

作，一度形成了草稿、草案其中包括了关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相关规定。1957

年司法部在给湖南省司法厅的关于执行法律程序审判制度几个问题的批复中认

为被害人不服公诉案件的判决而检察院没有抗议的案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出

上诉，该意见也在 1958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中体现。随后由于国内长时间的

政治运动，立法草案均未能通过审议。

1979 年制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将被害人纳入在刑

事诉讼中享有当事人地位的群体之内。被害人仅仅被定位为普通诉讼参与者，

并不具备完备的诉讼权利，被害人无法独自行使诸多诉讼权利，诸如独立自主

地参加诉讼程序、提交证据或者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等。在当时，刑事诉讼活动

主要由国家的公诉机关主导与推动，而被害人权利也仅限于提供相关证据以及

作为证人出席法庭进行陈述。虽然被害人有权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然而其在

整个诉讼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及影响力较为有限，难以实现对诉讼进程和结果的

实质性掌控。

1996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可谓是中国现代司法制

度改弦易辙的重大里程碑，为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石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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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框架。这部法律规定了被害人所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比如参与刑事诉讼、

表达个人观点等，并且廓清了被害人在刑事审判程序中的定位与功能。

回顾至 2001 年，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规定，

被害人均有依法委托律师进行民事代理的权利，而且他们有权提出证据并参与

到法庭质证环节，同时还有权参加法庭审理和最终判决的制定。在其后的 2012

年和 2018 年，中国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两次重要的修订，

并赋予了被害人更为广泛的诉讼权利，从而提升了当事人在法律保障方面的实

质性权利。

参考文献

［1］Schafer，Stephan．The Victim and His Criminal: Victimology［M］．Reston 

Pub. Co.，1977：4．

［2］Yasemin Körtek．Crime Victim Compensation in Germany-an Overview［J］．

Namık Kemal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Enstitüsü，2009（5）．

［3］周理松，钭继来，周泽春．美国被害人援助重视权利平衡保护［N］．检

察日报，2017-07-25（5）．

［4］吴献萍．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J］．法学论坛，

2007（12）．

［5］日本法务省令和元年版．犯罪白書(第1編/第2章/第5節/1)［M/OL］．

［2024-04-02］．https://hakusyo1.moj.go.jp/jp/66/nfm/n66_2 1_2_5 1.html．

［6］吴大华，邓琳君．美国《犯罪被害人权利法》扩张适用及其启示［J］．

现代法学，2014（5）．

［7］参见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陕西省志·审判志［M/OL］．［2024-04-

01］．http://dfz.shaanxi.gov.cn/sqzlk/xbsxsz/szdyl/spz/．



·368·
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历史渊源探究 2024 年 4 月

第 6 卷第 2 期

https://doi.org/10.35534/pss.0602028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Victim’s 
Participation in the Criminal Trial System

Cui K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of victims in criminal justic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global trend and consensus. Throughout history, this form of 

participation has evolved from private relief and revenge to state control and 

fair trial. In ancient times, victims or their families were directly involved in 

punishment and law-making; however, in modern times, people have seen 

the state’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litigation become more 

apparent, the direct participation of the victims was limited. However,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the deepening of legal awareness, especially after the mid-

late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ountries began to re-emphasize the victim’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judicial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victim participation has undergone a similar 

change.

Key words: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criminal trial; Historical origin; Jud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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